回忆芦墟解放
张鹤鸣
解放前，我在芦墟工作时间不长，现就我亲身经历，写此回忆，以作纪念。

调往芦墟  迎接解放
一九四九年初，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已经取得胜利，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主力已被消灭，解放大军饮马长江，陈师百万，江南解放指日可待，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。此时，我在家乡开展地下活动，面对胜利在即的革命形势，心情异常兴奋，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大军的到达。就在这时，我接到地下党吴嘉工委的通知，要我立即到嘉兴去，与吴嘉工委书记金佩扬同志碰头。我与地下党员凌留生同志立即到平望乘汽车赶往嘉兴。到了嘉兴，我单独去见佩扬，在一所茶楼上见到了佩扬。他对我说，解放大军渡江指日可待，当前地下党的主要任务，就是做好迎接大军渡江的各项工作，包括积极策反国民党的区乡（镇）自卫队武装，在大军渡江以后的真空时期，责令他们维持社会秩序，保护仓库、档案；解放大军到达后，地下党委迅速接收国民党区、乡（镇）政权；积极宣传党的政策，宣传解放大军指日南下，江南解放在即的形势；注意调查当地国民党区、乡（镇）长，区、乡（镇）自卫队的动态及仓库、档案等有关资料，做好接收的准备等等。我从嘉兴回来后，就在我所负责的地区（加善县汾玉乡），积极开展活动，利用我的乡民代表主席身份（我于一九四八年上半年打入国民党汾玉乡政权，担任国民党乡民代表主席）多次与国民党汾玉乡长姚良才接触，布置地下党员宣传解放大军即将渡江的革命形势，宣传党的政策。就在我为迎接解放开展活动时，又接到地下党吴嘉工委的通知，调我到吴江县的芦墟地区，协助吴关龙同志做好迎接芦墟解放的工作。

调我到芦墟地区的通知，是由地下党员吴关龙同志直接到我家中传达的。大约在一九四九年的春节期间，关龙突然来到我的家中。我家住在江浙交界之处的一所小村庄，叫河泥田港，隶属于嘉善县汾玉乡，距离吴江县黎里镇十二华里。他是第一次到我家，搭乘我村开往黎里镇的小航船天傍晚时到达的。在我家住了二宿后，仍然搭乘小航船返回黎里。

关龙是地下党吴嘉工委领导下的黎里地下党支部书记。他本是黎里镇协康绸布店的店员，为革命奔走而失去了店员的职务。他在协康绸布店时，我们就相互认识了。我参加地下党组织后，为地下活动曾与他有过一些接触，知道他是黎里地下党支部书记。他从一九四八年开始，到芦墟地区开展工作。芦墟地区的地下党分布在芦墟、莘塔、北厍等处，北厍地下党的斗争历史较长。芦墟镇地下党员有陈海筹、杭静明等同志，北厍有地下党员潘留生、周世林等同志，莘塔有地下党员凌文石、俞政等同志，北厍建立党支部，支部书记为潘留生同志。关龙到芦墟地区开展工作，主要活动地区在莘塔，发展了凌文石、俞政等一批同志入党。此时，关龙是地下党吴嘉工委领导下的芦墟地区的联系（负责）人。芦墟地区没有建立地区性质的党组织，分布在芦墟、北厍、莘塔的地下党员，除北厍外，都是通过单线而与他发生联系的。关龙到我家时，受大好的革命形势的鼓舞，情绪十分高涨，心情异常兴奋，真是热血沸腾，我也是同志相见，分外亲热，心中十分高兴。我们两人在一起谈得很多，谈到芦墟地区的地下斗争情况，谈到解放后美好的前景，谈到调我到芦墟地区的任务等等。
芦墟地区在两省一市的交界之处，地形复杂，利于开展地下活动，抗战时期为游击区，遭到日寇的残酷扫荡，抗战胜利后，又为国民党的模范区，国民党的统治力量较强。当时，在百万大军即将挥师南下的强大压力下，国民党芦墟区区长汝志强，芦墟镇工商自卫队队副马杰[1]，通过关系，向地下党吴嘉工委书记金佩扬表示愿意接受地下党的领导，而与地下党接上关系。佩扬把此关系交给芦墟地区地下党负责，由芦墟地区地下党与他们接触，要求切实掌握他们及其自卫队武装。这是迎接芦墟解放任务中的一项比较重要的任务。关龙感到力量不足，就提出要求，把我调到芦墟地区，协助关龙做好迎接芦墟解放的工作。地下党员吴嘉工委同意关龙的要求，关龙就到我家通知我。当时，我的社会职业是教师，在汾玉乡的徐河浜小学任教。学校在汾湖之滨，离开芦墟镇只有十二华里，步行两小时就可到达。关龙认为，徐河浜离芦墟镇较近，不需到芦墟镇另谋职业，以作掩护，这也是调我到芦墟地区的一个原因。由于我并未离开家乡，我原在家乡开展的地下活动，仍然由我负责联系，但是大军渡江以后，我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芦墟地区。

关龙和我商定了联系的办法，我本是与黎里地下党员平静人同志联系的，每次联系，都是由我从徐河浜步行至黎里与静人会面。现在改为我与关龙联系，联系地点改为芦墟镇，由我步行至芦墟镇与关龙会面。
担任党代表  住进义兴祥
寒假结束，学校开学，我继续在徐河浜小学任教。我是住宿在徐河浜小学的外地教师（当时，嘉善县的乡直属县领导，区域较大，徐河浜与我家所在地虽然同属汾玉乡，却相距有六华里之远），学校给我的宿舍，是两小间民房，里间堆着大半间什物，外面一间作为卧室，里面一间放只桌子，作为办公之用。放上收音机，收听短波广播。我所联系的地下工作者到学校找我，就在宿舍内会晤，比较安全。

大约在四月中旬，关龙和我又一次在芦墟镇茶馆内碰头。关龙要我在解放大军渡江以后，立即离开学校，住到芦墟镇，代表地下党组织、掌握芦墟镇的工商自卫队，迎接芦墟解放。芦墟镇的工商自卫队，实力比较强，有长短枪一百余支，队员一百五十余人，由国民党芦墟区区长汝志强兼任队长，副队长为义兴祥绸布店经理马杰担任，实为专职副队长，镇工商自卫队实际为马杰所掌握。如能掌握镇工商自卫队武装，将成为真空时期维持芦墟社会治安的一支重要力量。可是在镇工商自卫队中，我们还来不及培养支持我们的积极分子，只能通过汝志强、马杰去掌握这支武装力量。要我去掌握这支武装，实际上是以强大的政治力量为后盾，监督汝志强、马杰实现地下党的要求。我意识到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。没有社会职业掩护，我的共产党员身份可能暴露，在芦墟镇尚未解放的情况下，就有被国民党特务伤害的可能。而且，汝志强、马杰能否与我配合，还是问题，如果解放大军渡江以后，芦墟不能立即解放，拖长真空时期，就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问题了。我就和关龙商量，住在何处，对工作有利，又比较安全。他要我住在义兴祥绸布店。我们当即到义兴祥绸布店，和马杰接触。为了安全，关龙没有对马杰说明我的身份。

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深夜，我收听到解放大军横渡长江的短波广播，朝夕盼望的一天终于到来了，兴奋异常。次日（四月二十一日），就不辞而别，离开学校，步行到芦墟镇，立即到义兴祥绸布店，找到马杰，他已听到大军渡江的消息，对我十分热情。我就说明身份，是地下党组织派到芦墟迎接解放的代表，芦墟解放以前，我和你们（指汝志强、马杰）共同做好迎接解放的工作，并传达了地下党吴嘉工委对迎接解放的指示，掌握好工商自卫队的武装力量，维持社会秩序，防止土匪抢劫，保护仓库，档案等，强调这些指示，一定要切实做到。又告诉马杰，芦墟解放以前，我就住在义兴祥绸布店，我的安全由你们负责。马杰表示完全同意，要我在店中休息，他就去报告汝志强。

义兴祥是位于芦墟镇河西中段的一家规模较大的绸布店，店员十余人，店房是抗战时期被日寇烧毁后新建的平房，五开间门面，南面一间的上面，有座搁楼，可搭三、四只床铺，供家在外地的店员住宿之用。

关龙和我所以选择义兴祥绸布店作为住地，一是马杰是该店的经理，联系接触比较方便，二是陈海筹同志[2]是地下党员，他就是该店的店员，我们两人在一起，便于搜集情况及商量问题，三是特别重要的，镇工商自卫队实际由马杰所掌握，我住在该店，对掌握镇工商自卫队这支武装力量及我的安全，都较为有利。马杰把我作为他的朋友安置在该店的搁楼里。我就在这个小小的搁楼里开展活动。

紧张的谈判  难忘的接收
我和马杰每日保持联系，海筹也经常上楼和我一起分析情况。全镇的情况，我能基本掌握。从掌握的情况看，汝志强、马杰较认真贯彻了地下党组织的指示，全镇比较平静，我甚为高兴。就这样过去了四五天。大约一九四九年的四月廿六日，马杰急匆匆上楼，神色紧张，我预感到发生问题了。不出所料，原来，苏州市的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，派人持证明到芦墟接收区政权。来人名叫王仲煊[3]。直接到芦墟区公所提出接收政权的问题。汝志强就叫马杰问我，让不让接收政权，如果不让接收，就要我去直接与来人交涉。

当时，我甚为为难，问题突然而来，情况不明，真假难辨。真空时期，鱼龙混杂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。即使来人确是地下工作者，按照地下党组织的指示，也不能让其接收。但是，汝志强态度暧昧，不愿担负责任，关龙无从联系，难以取得指导，问题又必须立即处理。我意识到目前别无出路，只能独立作战，挺身而出，直接与王仲煊交涉，才能团结汝志强、马杰共同处理这个问题。

于是，我向马杰表示，不准接收政权，由我直接与来人交涉。接着就和马杰商量交涉的具体问题，确定当晚到汝志强家中，由我与仲煊见面，直接谈判，我的安全由马杰负责。马杰走后，我考虑到必须把这个问题告诉黎里地下党组织，如果我发生意外，也可使党组织有所了解。同时，通过联系，也许能判明接收的真相。就挂电话到黎里找静人，告诉这里发生的问题。

当日傍晚，天还没有黑。我由两个工商自卫队陪着，向汝志强家中走去。两个自卫队员佩着短枪，紧紧跟在我的后面，急急走着，气氛有些紧张。街上行人及商店里的人都好奇地注视着我们。我和仲煊见面的地方，在汝志强家中的客堂间里。我比他先到，一个人在客堂间里等候，两个自卫队员等候在客堂间外面。汝志强不露面，也没有派人接待。不久，仲煊就来了，两人就隔着八仙桌激烈地争起来。双方都说是奉命办事，强调按照上级的指示办理。我强调的是地下党吴嘉工委书记金佩扬派我到此迎接解放，任务就是维持社会秩序，保护仓库、档案，迎接解放军的到达。在此以前，不准任何单位接收芦墟政权。开始，双方态度都十分强硬，不肯让步。后来，不知何故，他的态度缓和下来，向我表示，这里既然派有地下党的同志，他将把这情况向上级汇报，请求上级决定。这次谈判就以我略占上风而告结束。接收芦墟政权的问题也暂告一段落。
事后了解到，仲煊是芦墟镇九曲弄小学教师，但他的背景如何，仍然不知。汝志强对这次谈判，甚为注意，谈判时，他在客堂背后静听我们的争论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落实党的政策，我了解到仲煊是当时芦墟地下团区委的委员，隶属于苏州市新民主主义青年团。可是，解放后，长期未被承认。芦墟解放后，我曾将此情况向芦墟区区委汇报，后来，区委书记姜明山告诉我，仲煊所称的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假的。我担任芦墟镇镇长后，也没有发现芦墟镇有地下团组织及地下团员，因此，我也长期以为是假的。事隔三十余年之后，终于真相大白，我与仲煊是同志之间的一次误会。不过，这也反映出地下工作的复杂性。

身份暴露  处境困难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我与仲煊谈判后，政治身份就完全暴露了。

我作为马杰的朋友，住在义兴祥。开始，店员们并不注意，经理的朋友，到此玩玩，是普通的事情。不过，该店有个外地店员，他的家就住在徐河浜，是我任教的学校所在地，我们本是认识的；我有个亲戚，在甡源棉花庄工作，这爿棉花庄就在义兴祥附近，相距只有三、四家店铺。他们见到我，就问我到此何事，我说是来玩玩的。可是过了二、三天，我还是不走。大军渡江，局势紧张，道路不宁，流言纷纷，在这样的时刻，我不在学校或家中，却有闲情逸致，到芦墟镇玩玩，这是正常吗？他们当然要产生怀疑，议论纷纷，然而，只要马杰保守秘密，终究只是怀疑而已。
可是，我与仲煊的谈判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许多人亲眼目睹自卫队员保卫着我走向国民党区长汝志强的家中，我是什么身份值得马杰如此重视，而区长又如此关心呢？等候在客堂间外面的两个自卫队员又亲耳听到我与仲煊的争论，我们的政治身份，他们都清楚了。

谈判的次日，群众就纷纷议论着，义兴祥内住着个共产党员。我和海筹、马杰联系时，就了解到这个情况。而在这时，国民党的江苏省保安队正在一批一批经过芦墟镇，撤退到上海去。他们坐在船上，携枪实弹，经过芦墟镇市河，如果他们上岸，了解到义兴祥绸布店内住着个共产党员，我的处境就危险了。

马杰有些惊谎，大约四月二十八日，他态度严肃地到楼上，和我商量，要我暂时离开义兴祥。理由是我被保安队发现，问题就严重了，而他也担当不起这个责任。并且保证，我的离开不会影响他贯彻地下党组织的指示。我理解马杰的意思，确实是为了我的安全。然而，我如何能离开义兴祥呢？仲煊的接收政权问题，下文如何，还不得而知；胡百龙既能袭击黎里镇，也有可能袭击芦墟镇，芦墟不得不防。我的任务还远未完成。所以，我谢绝马杰的好意，仍然住在义兴祥。
当时，我甚为焦急，和关龙联系中断，通过静人联系，又无下文。（我和黎里静人电话联系后，他于次日到芦墟，对汝志强进行教育，但他到芦墟时，没有与我联系，我当时不知道这情节）。面临的问题，甚为棘手，如果仲煊再来接收芦墟政权，我除再次强调地下党组织指示外，别无良策，然而，还能见效吗？何况还有其它问题呢？！
我意识到关键问题还是要做好汝志强、马杰的工作，团结他们共同处理可能发生的问题。但是，汝志强始终未曾与我见面，我曾多次向马杰提出，与汝志强面谈，都未能如愿。我只能做马杰的工作，通过马杰去影响汝志强。于是，就利用与马杰联系的机会，根据地下党组织所发的秘密文件，如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，向他进行形势教育、政策教育，希望消除他们的顾虑，能够与我共同处理可能发生的问题。

对于自身的安全，我感到马杰所讲是有道理的，应该采取一些安全措施。在甡源棉花庄工作的亲戚，他的家就住在芦墟镇南栅。我就悄悄地到甡源棉花庄，找到我的亲戚。他为我十分担忧，告诉我，社会上的流言很多，我的处境是危险的，要我立即离开芦墟。我与他商量，住在他家。于是，大约从四月廿九日开始，我就白天住在我的亲戚家中，晚上仍然住在义兴祥，与海筹、马杰保持联系。撤退到上海去的国民党保安队，是白天经过芦墟的，这样，我就安全得多了。

急赶吴江  芦墟解放
大约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，正当我处境困难时，听到吴江县城解放的消息。真如久旱逢雨，喜出望外，沉重的担子突然减轻了。首先想到的是立即到黎里去，找到吴关龙，迎接解放军到芦墟，解放芦墟。当日就离开芦墟，步行到黎里，到了小小商店[4]先找静人，后找关龙，都没有找到。如何办呢？只能直接到吴江找佩扬同志了。

为了安全，黎里地下党支部确定地下党员周双喜同志[5]，陪我同往吴江。大约五月一日中午前后，我和双喜取道八坼，赶往吴江。我们走乡间小路，步行到八坼，到翁根生同志[6]家中，根生热情接待我们，就在他的家中住了一宿。次日，沿苏嘉公路步行到吴江。当时，平望尚未解放，交通还未恢复，路上不见行人，运河里没有过往船只，公路边俯卧着被国民党部队枪杀的反绑双手的尸体，触目惊心，一片战争气氛。我们警惕地走着，安然到达吴江，在松陵镇县府街原法院（现为县人武部所在地）的房屋内见到金佩扬同志。

佩扬在靠西边的一间小屋内接待我们，我汇报了芦墟的情况，提出请解放军立即解放芦墟的要求，他介绍了县城解放及南下干部的情况，明确告诉我，解放军就要去芦墟了，接收芦墟政权只能由县委派出的南下干部接收，其它任何任何单位、任何人都不能接收，要我立即返回芦墟去，等待解放军及南下干部的到来。他又要我注意几点：一是对国民党的乡镇自卫队的动态要及时了解，随时汇报；二是胡伯龙是土匪，冒充解放军，要提高警惕，不要受骗；三是国民党散布的谣言不少，要宣传党的政策，教育群众，不要相信谣言，要拥护解放军。佩扬要我把这些精神告诉芦墟的同志们，并要我通知北厍潘留生[7]周世林[8]等同志作好出来工作的准备，等候通知。他把我们介绍给县委秘书刘涛，刘涛热情地与我们握手，表示欢迎，并留我们吃中饭。离开吴江时，带回一批内容含有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的布告。

我再次到芦墟时，大约也是五月三、四日了。我一面安排张贴带回的布告，一面立即乘坐小网船赶到北厍珍字埂潘留生家中，我是上午到达留生家中的，就在他家中传达佩扬提出注意的问题，要他们作好出来工作的准备。在座的还有世林等同志。传达后，他们就把北厍自卫队副刁一平的情况向我讲了。我还带了几张布告去，要他们立即张贴，并宣传布告的内容，在留生家中吃了午饭后，就原船返回芦墟。
大约五月五日，解放军在关龙陪同下，到达芦墟，芦墟就正式解放了。芦墟解放后，关龙要我继续留在芦墟镇，等待南下干部的到达。大约五月七日，我听说南下干部已经到达黎里，就想到黎里去迎接南下干部。恰巧，这天下午，解放军某部驾驶轮船到芦墟提取粮食，傍晚归去，途经黎里镇，我就搭乘这轮船去黎里。

到了黎里，才知道到黎里区接收的南下干部于前日到达。到芦墟区接收的南下干部正巧于当日傍晚到达，他们是先到盛泽协助接收盛泽区政权，然后经黎里往芦墟接收，所以晚了二、三天。他们住在黎里区公所。我就赶到区公所，见他们正披衣坐在地铺上，还未睡觉。芦墟区委书记姜明山已经知道我是地下党员，十分热情地欢迎我，并向到芦墟接收的其它南下干部一一作了介绍，他们是芦墟区区长刘永佐、组织委员刘云彩、宣传委员刘传瑶、民建委员徐德扬。

次日，姜明山等五位同志由关龙、周维民（澄锡虞系统的地下党员）及我三人陪同下，乘坐小网船，离开黎里，开往芦墟。船到尤家港，我就告诉他们。此地处于黎里、芦墟的中间，距离黎里、芦墟各为十二华里，我所任教的学校，就在附近，为地下活动，我时常步行于黎里、芦墟之间。明山等对乘船不习惯，嫌船行速度慢，听说可以步行到芦墟，就提议舍船步行。于是，我们一行八人——五个身穿草绿色土布制服、腰佩短枪的解放军，三个身穿长衫的老百姓，沿着乡间小道，匆匆地从尤家港步行到芦墟镇。
大约五月十五日，宣布关龙为芦墟镇镇长，我为芦墟镇副镇长（过了十天左右，又宣布关龙为芦墟区副区长，我为芦墟镇镇长）。我们就去接收芦墟镇九曲弄内的镇公所，建立芦墟镇人民政府，满怀激情地投入支前、剿匪的斗争中去了。

物换星移，情景依稀，回首往事，温馨犹存。借此机会，敬祝芦墟解放前后共同战斗的战友们健康长寿、晚年幸福。

悠悠岁月话当年  沧海桑田满人间

最是难得同志情  夕阳晚照更留恋

[1] 马杰同志解放后任芦墟镇工商联主任、县人民代表，现已病故。

[2] 陈海筹同志芦墟解放后不久，就出来工作，现已离休，住在同里镇。

[3] 王仲煊同志现已离休、住在芦墟镇。

[4] “小小商店”为黎里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，地址在黎里镇上岸何家浜口。

[5] 周双喜同志，黎里解放后就出来工作，现已离休，住在松陵镇。

[6] 翁根生同志，吴江解放后不久，参加南下工作团，现已离休，住贵州省贵阳市。

[7] 潘留生同志，芦墟解放后不久，就出来工作，现已病故。

[8] 周世林同志，芦墟解放后不久就出来工作，现已离休，住在平望镇。

贺党诞生七十周年
张书堂
忆往昔（一）

满目疮痍满腹忆，国土支离忍外辱；

三座大山沉压顶，人民水火几时出？

马列光辉照神州，峥嵘岁月七十秋；

摧枯拉朽化坚冰，千年旧制从此休。

看今朝（二）

纪元重开大地新，耕积亢歌高入云。

温饱事成奔小康，艰难险阻足下平。

伟计凝聚十亿众，宏图倾入万人心。

纵有风吹与浪打，核心英略定如神。

